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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旧中国，太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过于密

切地参与政事，使得储权膨胀，从而引起骨肉相残、同根相煎的惨剧屡见不鲜。

在汲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与士大夫共治”的统治特点，两宋君臣在先后

淘汰皇储尹京、太子监国之后，最终将侍立参决确立为太子的从政方式，以兼顾

对太子的培养和防范。宋代群臣对太子从政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脱

离从政训练会使皇储教育拘泥于训诂章句之学，成为经生学士之学，治国之道

空洞无物，而侍立参决则能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妥当地贯彻帝王之学的“体用兼

贯”。太子究竟以何种方式从政，多数情况下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

宋以来，统治者在王朝建立之初便受制度惯性的驱使，以监国古制为太子的从

政方式，后受政局变化、治国理念的影响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元人入主中原

后，由于无法摆脱游牧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汉法新制与蒙古旧俗并存，汉法派

与保守派不遗余力地在权力争夺中左右制度的发展路径，导致皇位争夺不断。

而明代在政局的影响下，利用太子监国去挤压丞相的权力空间。清代则在康熙

认识到帝储分权的致命威胁后，令太子在皇帝的指导下赞襄政务，再次采取类

似侍立参决的从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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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隋、唐时期，为巩固太子地位，皇帝往往

会赋予太子部分权力，令其参与军国要事，如杨

勇曾“参决军国政事”［１］，杨广经常监国［２］，李

建成也“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３］。可见，

太子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

而，过于密切地参与政事，使得储权膨胀，从而

引起骨肉相残、同根相煎的惨剧屡见不鲜。在

汲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皇帝“与士大夫

共治”的统治特点，两宋君臣在先后淘汰皇储

尹京、太子监国之后，最终将“侍立参决”确立

为太子的从政方式，以兼顾对太子的培养和

防范。

关于宋代太子从政方式的研究，目前学界

只是在研究宋代皇储培养时有所涉及。例如，

朱瑞熙等［４］认为，训练太子处理政务是不可或

缺的，只是在权限上要予以最大程度的限制，并

分别对朝堂侍立听政、担任京城尹和太子监国

三种从政方式进行了介绍；赵英华［５］则从皇储

尹京的角度出发，认为宋代皇储实际从政训练

虽十分有限，但对其了解都城民情有益。考察

宋代太子从政方式的演变，对于研究宋代政治

形态、统治模式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拟

深入考察宋代太子的从政方式、群臣对其的态

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供学界参考。

　　一、宋代太子的从政方式

宋代太子的从政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１．皇储尹京

宋代先后出现过三次皇储尹京的情况，分

别是在宋太宗、宋徽宗、宋孝宗时期。沿袭五代

亲王尹京的立储方式，宋太宗曾令秦王赵元佐、

许王赵元僖为开封府尹于藩邸视事，结果元佐

发疯、元僖暴毙，二人皆不得善终，于是宋太宗

命襄王赵元侃将办公之处移至开封府。［６］至道

元年（９９５年），赵元侃被立为太子，继续担任开

封府尹一职，仍于开封府处理政务，并且通过兼

任的方式将毕士安、夏侯峤、杨砺等开封府僚属

纳入东宫官系统中。［７］，［８］，［９］９６４宣和七年（１１２５

年），为躲避金人铁蹄，宋徽宗以皇太子赵桓为

开封府牧［１０］３９６４，后迫于形势，宋徽宗内禅，皇太

子即位，为期两天的亲王尹京宣告结束。乾道

七年（１１７１年），宋孝宗令仿照至道年间故事，

命太子判临安府，欲以大中大夫为判官，总揽临

安府事务，但因“名称未正”，便改为府尹，命侍

从分别担任少尹、通判、推官。［１１］１２８因临安府治

所距离遥远，多有不便，令太子于东宫处理临安

府事务，少尹等官属每两天赴东宫一次汇报事

务。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年），皇太子尹临安府二

年，已熟悉民事，请求罢免，在其再三请求下，宋

孝宗才免去其临安尹一职。［１０］３９６５－３９６６

自宋孝宗以后，未再令皇储尹京。皇储尹

京自太宗时期既有旧例，宋人一贯崇尚“祖宗

之法”“祖宗故事”，而拥有“祖宗”优势的皇储

尹京却并未延续下去，究其原因，笔者以为，随

着历史的发展，皇储尹京已经无法与宋廷国情

相适应。宋孝宗令皇储尹京时，南宋人王师愈

就曾三次对皇储尹京进行过精准的分析。他认

为皇太子贵为皇储，“宸极系四海之望，以绍承

统业”，理应居于东宫“日亲师傅，讲论治道，寻

绎经义”，可府尹仅为州之长官，此职“非所以

浼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广大也”［１２］。纵使至

道年间有先例，他仍不敢苟同。因为宋太祖、宋

太宗均出身军人，早已悉知如何处理琐事，所以

宋太祖即位后便命宋太宗尹京，其目的在于压

制地方势力，何况宋太宗当时身份仅为藩王，领

开封府事名正言顺。而宋真宗尹京八年之后，

册立为太子。本来皇储身份尊贵，却并未按其

应有的礼节对待，只稍加尊崇，这种做法欠妥。

亲王尹京旨在建立威信，为将来立储做准备，但

从未听闻立储后才使其尹京的事例。宋钦宗虽

曾以皇太子之身出任开封牧两日，但事出有因，

情非得已，不可效仿。宋孝宗年富力强，若令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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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抚军监国未尝不可，如使其负责一州之事，

“诚非所宜也”。南渡以来，临安仅为行在而非

都城，迟迟不于此地建都立邑，只为维系收复山

河的希望。因此兼临安府事与当年尹开封府不

同，若仿昔日故事，百姓认为朝廷已将临安视为

都城，偏安一隅，再无收复中原之意，“岂不绝

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１２］。东宫制度在战乱

中破坏殆尽，历经百年沦丧，急需制度重建。北

宋初期因深受五代立储方式的影响，命太子尹

京，在树立太子权威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基本的

从政训练。随着赵氏王朝根基日深，在乱世中

被破坏殆尽的各项制度得到恢复完善，对前代

制度的简单沿袭已无法满足宋代君臣的政治需

求。尤其是南宋时期，开封沦陷，于行在临安效

仿皇储尹京之故事，是政治战略所不允许的。

况且，皇储尹京时，既无行政权，又无民事权、军

权、司法权，实质上仍是听政观政而已。［４］

２．太子监国

太子监国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皇帝离京，

太子“总督留务，以隆民望”；二是皇帝因故无

法亲政，给予太子理政、狱讼、听决之权，“以裁

国典”［１３］。“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

曰监国，古之制也。”［１４］在中国古代，皇帝出征

太子留守京师代为处理政事是不乏其例的。例

如，三国时期，孙权率兵向魏国的合肥新城（今

安徽合肥庐阳区三十岗乡古城郢村）进军时，

便命宣太子孙登管理后方事务［１５］；北魏孝文帝

拓跋宏每逢率军亲征，皇太子恂便留守京中，主

持祭祀［１６］。

宋代三百余年，只有宋真宗、宋徽宗、宋钦

宗在位期间出现过太子监国。天禧四年（１０２０

年）十一月，宋真宗身患重病，处理政务力不从

心，为便于太子熟悉刑治之得失，令宰执辅助太

子理政，兼任东宫官，中书省、枢密院等机要部

门取旨仍进呈皇帝，一般事务由皇太子与宰臣、

枢密使以下官员于资善堂会议施行，由此开启

了以会议形式进行太子监国的新模式。太子得

以参政的主要原因是宋真宗身体抱恙，为稳定

朝局，才出此下策。太子存在的意义在于稳定

人心，至于修习政务，仅是附带目的。［１７］宋真宗

时期太子监国随着皇帝驾崩、太子即位而宣告

结束。太子以会议模式参决政务滥觞于此，同

时也开创了宰执兼任东宫官的先河。

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金人南下，宋徽宗欲

弃城而逃，情急之下诏令皇太子监国。为保证

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令东宫置师保官，并且

僚属“尽以侍从、两省官兼领”［１８］。后因朝臣们

反对，宋徽宗迫于压力禅位。靖康元年（１１２６

年），金人再度兵临城下，宋钦宗前往敌营之

际，令孙傅和谢克家兼任东宫官辅佐太子监国，

以保证政权继续运行。随着开封失守、北宋灭

亡，最后一次太子监国以国破家亡而告终。朱

瑞熙等［４］认为宋代历史上曾有过四次太子监

国，淳熙末年属于第四次，笔者以为此观点值得

商榷。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宋孝宗下诏令太

子参决庶务、开议事堂、侍立朝堂并与宰执商议

政事。实际上，淳熙年间太子仅获得旁听朝政

的机会，既无监管朝政之实，也无处理国事

之名。

太子监国虽为古制，但在宋代并未成为定

制，宋真宗时期是因皇帝抱恙，徽、钦两朝是因

战事紧迫，正如王十朋所言“抚军监国，皆非得

已事也”［１９］，是非常时刻的权宜之计，并非太子

从政训练的常规方式。加之宋代对皇太子“问

安侍膳”的定位，皇太子式微，东宫虚化，宋人

对太子监国的认同度并不高。［２０］李纲［２１］认为，

皇帝出行，太子监国，此乃太平之典，而当兵临

城下、社稷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用平常之典十

分不妥，“名分不正而当大权，禀命则不威，专

命则不孝”，无法号召天下，同仇敌忾。有学者

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从古至今国势昌盛时都

不会令太子监国，君父在上却令太子监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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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幸之事也”，并非好的典章制度，不可效

仿。［２２］太子监国将权力二元化，不仅使太子陷

入两难境地，也会令皇帝感到权威受到挑战，打

破政治平衡，引发帝储矛盾，与宋人追求稳定的

治国理念和太子“问安侍膳”的定位背道而驰，

因此，在探索妥当从政方式的过程中，太子监国

逐渐被淘汰。

３．侍立参决

太子侍立参决始见于唐代，唐太宗因太子

李治陈说《孝道》论及政事，坐朝时便令太子侍

立，百司奏事完毕后令太子评价，其“商榷辩

论，深达政要，群世莫不叹服”［１３］４９９－５００。后令

太子参决庶务于承华殿，后又听政于金液门。

龙朔三年（６６３年），太子每隔五日便要到光顺

门监诸司奏事，小事可由太子裁决。［２３］２３９０－２３９１唐

代太子侍立参决仅偶尔为之，其影响无法与此

时已形成制度的太子监国相比。宋代在此基础

上对其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并形成了定制。经

过北宋时期的探索和积累，南宋对于太子教育

尤为重视，宋孝宗在效仿天禧年间资善堂会议

的基础上，对太子从政训练进行了新尝试。如

前文所述，宋孝宗曾效仿祖宗故事，令太子尹临

安府，然而南渡之后，令皇储尹京已不合时宜。

当免去太子临安府尹一职后，为避免太子懒惰，

宋孝宗便令其择日开堂与宰执议事。［２４］本欲令

太子五日一次与宰执们议事，但因时间间隔太

久，便改为隔天一次。又因宰执前去东宫多有

不便，将参决地点定在崇政殿。后经商谈，又开

设议事堂，专供太子议事之用。于是将内东门

司改建为议事堂，以皇城司为东门司，为皇城司

别处择址。［１１］８９６－８９８

太子侍立是指皇帝“每视朝，皇太子常侍，

观决庶政”［２５］。实际上，若非参与政事，尤其在

出阁之前，太子所能接触到的师傅宾客以外的

朝臣非常有限。有时皇帝会在宴饮等非朝政场

合令太子侍立以见群臣，为立储铺垫。例如，元

丰七年（１０８６年），宋神宗曾大宴于集英殿，宴

会之中令皇子延安郡王侍立于御座之侧以见群

臣。［２６］８２６２不久，宋神宗病情恶化，身处弥留之

际，但皇储未立，子弱弟强，政局一时动荡，幸好

在集英殿侍立之后，宋神宗曾与辅臣透漏欲立

延安郡王为储君的意愿，而年仅十岁的延安郡

王正是凭借着这次侍立，在太后和辅臣的力保

之下得以顺利即位。可见，侍立参决是在朝政

场合给予太子面见群臣、接触政事的绝佳机会。

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年），延和殿奏事是太子

赵悖首次侍立。先由太子起居两拜，升殿后宰

执两拜，之后开始议事，右丞相周必大上奏会庆

节各路所进银绢之事。宋孝宗认为这“毕竟有

庆贺之嫌”，欲令放免，两年后再进。周必大建

议，因各路所进数量不一，共计十五万两，绢三

万匹，“皆入左帑”，欲令封桩库发还。宋孝宗

认为也可令内库发还。周必大奏道：“本是户

部经常支用，不必动用内库也。”宋孝宗问太

子：“此事如何？”太子赞成用内库发还。当又

呈上广西漕司保明知万安军杜孝恭事宜时，周

必大奏道：“乃依指挥保明合免奏事，因及守臣

不可不择，兹乃为治之本。”宋孝宗对太子说：

“苟非其人不可轻放过。”看到敷陈要务效果卓

著，宋孝宗认为太子不必隔天参决，可每日侍

立。此后内殿奏事都令太子侍立。由此可见，

太子参决庶务时并无主动发表政见的机会，以

鉴貌辨色为主，皇帝询问其意见，教予处理事务

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宋理宗时期太子侍立之

地发生了变化。根据太子舍人姚勉的《皇太子

侍立参决谢皇帝表》可知，太子“立侍紫宸，乃

获政机之观决。得于目击，授以心传”［２７］４１。由

此，侍立地点由延和殿移至紫宸殿。淳熙八年

（１１８１年），宋孝宗将后殿拥舍改为别殿，名曰

延和殿，“便坐视事则御之”［９］３６９８。延和殿非正

殿而是别殿，即偏殿，仅为帝王休息消闲之用，

偶尔也可作为朝臣集议之所［２８］。而作为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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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的紫宸殿则为视朝前殿［９］２０９８，每逢初一

“受朝则御焉”［９］３５９８。相较于休闲场所的延和

殿，紫宸殿则为场合较为正式的前殿。日本学

者平茂树［２９］认为，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空间经人

与人互相之间的各种沟通结构反映出来，并在

其中产生出政治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太子侍

立空间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太子在中央权力构架

中政治性秩序的变化。从最初宋神宗时期的宴

前侍立，到宋孝宗时期的延和殿侍立，再到宋理

宗时期的正殿侍立，随着政治空间的转移，太子

于正式场合崭露头角的机会逐渐增加，太子似

乎更加接近权力中枢。

延和殿奏事之后，于议事堂议事，宰执与太

子本应系鞋相见，但周必大认为，“譬之礼上，

恐当叙拜”。而行首司认为议事堂空间狭窄，

不便拜席，“欲南北相对”。周必大反对，王相

道：“宾有礼，主则择。”周必大也就不再坚持。

拜后，上茶，然后起立奏事。周必大建议若欲修

改札子，可次日再进呈。皇太子建议将札子密

封于匣中。周必大又建议，春坊传旨要专选一

吏负责文字，因为“省分六房”，若由六房户分

派小吏，小吏之间会因不熟悉事务而出差错，既

然如此，不如令三省提点密院诸房呈旨统一管

辖，以减少失误。皇太子对此甚为赞同。周必

大再坐，汤后退下。［１１］９１０宋代都堂自京官以上

方可坐，选人则需站立奏事，翰林学士与中书舍

人以上才可点茶汤，庶官只点茶。可见，议事堂

礼仪基本与都堂礼相同。此外，“今世俗客至

则啜茶，去则啜汤”［３０］。客至点茶，离时点汤，

饮汤是主人待客的最后一步，也是宋代一种待

客之道。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宋初废除了皇帝

与宰执在前朝议政的“啜茶之礼”［３１］，但在后殿

仍施行“宣茶”“赐汤”之礼。后殿的“啜茶之

礼”要于特定条件下进行，如讲筵官于迩英殿

讲读，或皇帝于延和殿召见新任宰相，其他情况

皆不可。［３２］令皇储议事与宰执行“啜茶之礼”，

既能彰显主客之谊，又能体现师生之情。皇太

子坐堂上引前知德安府秦鴏再拜而上，展开

笏读札子，然后下堂再拜退下，之后的前知合州

罗献能也是如此。［１１］９１０引秦鴏和罗献能之制如

殿庭相同，侧立读札子后，将札子置于椅后。周

必大以为此礼不妥，他跟太常少卿兼左谕德尤

袤商谈是否“设案于前，如州郡之礼”，尤袤十

分赞同。周必大又跟行首司的卫?交代，下次

参决之时，应放置一铺有紫色垫子的横案，于其

上展呈文字，然后引守臣议事。［１１］９１１－９１２

根据记载，太子参决庶务分侍立与议事两

步：先于延和殿侍立，然后独自于议事堂与宰执

议事，可受札子，先学习再实践。值得注意的

是，太子参决的侧重点在“参”不在“决”，旨在

提供太子从政训练之机，决策权仍由皇帝掌握。

讨论宋高宗庙号时，在进呈礼官林栗拟定的太

上皇庙号中，“高宗”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太子

也随声附和。宋孝宗道：“太后以武后之故，深

不欲用。”众臣很惊讶，刘参建议称“光宗”，宋

孝宗反对，皇太子也反对。由此，所谓的太子参

决，不过是随大流，见风使舵罢了。［１１］９１５

宋孝宗时期确立的太子参决侍立与议事并

行的模式，此后为宋宁宗、宋理宗所沿袭。嘉定

元年（１２０８年），宋宁宗欲让皇太子修习处理政

务，侍立于皇帝之旁，并由宰执参加资善堂。他

认为大臣参与“师宾会议”，是太子接触朝臣、

增加见识、“以成温文之德”的好时机。［３３］６２１于

是，便下诏令宰执日赴资善堂议事，当朝殿之时

令皇太子侍立。此后不久，太子出居东宫，以宰

辅大臣兼师傅、宾客。［３４］值得注意的是，朱瑞熙

等［４］认为，嘉定三年（１２１０年），宋宁宗令太子

侍立朝堂，使“与闻国论，通练事几，以增茂储

德”，并且将临时侍立改为经常侍立，一直沿用

至理、度两朝。实际上，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闰

四月，宋宁宗便下诏：“朕更化厉精，祗若古训，

为万世长策，先图其大者。皇太子温文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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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夙成，欲使与闻国论，通练事几，以增茂储德。

二三大臣各兼师傅，宾僚用伸羽翼之助，其相与

叶心辅导，成朕爱子之义，以绵我家无疆之庆，

是惟休哉！自今再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

执赴资善堂会议。”［３５］１９８因此，宋宁宗时期太子

侍立的时间当为嘉定元年而非嘉定三年。此

外，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年），宋孝宗便对宰臣说：

“皇太子参决未久，已自谙知外方物情。自今

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３６］２８９５可见，早在宋

孝宗时期便已将临时侍立改为经常侍立，并且，

侍立参决只延续至宋理宗时期，宋度宗时期因

未立太子并未沿用。

到了宋理宗时期，令太子侍立于帝旁并参

决庶务已成为祖传之“家法”［３６］２８９６。宋理宗认

为，皇太子应仿照故事俾习知政事，于是使下令

每遇听朝太子侍立，且由宰执兼任东宫官，“三

省讨论典故以闻”［３６］２８９５。宋理宗对太子严格管

教，要求其于鸡初鸣之时问安，再鸣回宫，三鸣

则往会议之所参决政务。［９］８９２

　　二、宋代群臣对太子从政的态度

实际上，对于太子从政与参决庶务，宋代群

臣本持反对意见。早在宋孝宗令皇子庆王与讲

读官讨论朝政时，屯田员外郎林栗便从帝储矛

盾的角度出发，反对太子参决，并以汉武帝开博

望苑、唐太宗立文学馆为例，认为戾太子自戕、

魏王李泰被贬与结识朝臣从而身陷政治漩涡有

关。［１２］１００８汉武帝为戾太子开设博望苑使其与宾

客交流以增见闻，却引来异端邪说。［３７］魏王李

泰开文学馆，学士刘光、苏安藏兼为习艺馆内

教，杨炯、宋之问、武后召分直习艺馆［２３］３０３９，如

此为其提供与大臣交往的机会，长此以往形成

一定势力，从而产生僭越之心。可见，宋代群臣

反对太子从政有减少其与大臣接触、避免形成

政治气候的考虑。朱熹［３８］认为，让太子熟悉政

务不如令其集中精力修养德行，他担心“正心

修德之学未至，而于物欲之私未免有所系累，则

虽习于其事，而或不能自决于取舍之间”。因

监国直触权力核心，为避免引起帝王猜忌，即使

在皇帝力主太子参决的情况下，东宫官不断提

醒太子要谨小慎微、尽早抽身。例如，宋孝宗时

期，尤袤不断提醒太子“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

趋，甚可惧也”，建议太子大小事务都应请旨实

行，切莫擅作主张，“情无厚薄，一付众议而后

定”。他认为“利害之端，常伏于思虑之所不

到，疑间之萌，每开于提防之所不及，储副之位，

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

多出权宜，事权不一动有触碍乞俟。纎庙之后，

便行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尤袤阐明利害之

后，提议太子辞免参决。皇太子明白尤袤的良

苦用心，不禁感叹道：“谕德可谓见爱之深

矣。”［３５］８于是太子先后三次请辞参决都未得应

允［９］６８８，终于在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年）四月于延

和殿奏事时再次辞免参决，才得到宋孝宗的允

许。［１１］９３４诚然，太子参决如履薄冰，稍有不慎，

便会打破政治平衡，引发帝储矛盾。然而，太子

终究要执掌山河，儒家经典中的治国之道不运

用于实际政务，始终是纸上谈兵、无的放矢。

正所谓“讲读有程，侍立有制，举为王者”，

研读经史的闲暇，太子可通过参决政务“明习

兵”，知晓权谋之术。由此，侍立参决实际上是

帝王之学“体用兼贯”的体现。［３９］令皇太子参决

庶务多有使皇太子“习知国家政事之得失”的

目的。［３８］使皇太子“躬临五学”的同时“预闻于

政”，既可以“亲宾友以交修”，又可以“见君臣

之相与”［３３］６４７。南宋宰相留正曾道：“昔尧以天

下与舜，必先历试诸难。至舜之命禹，亦必丁宁

而告戒之。盖神器之重，庶务之繁，非可以尝试

为之也。寿皇承高宗之付
&

，临御二十八年，一

旦有倦勤之意，将举而授之圣子，乃先开议事

堂，俾之参决，其望之重、爱之深矣。”［３６］２８９６宋人

推崇“追复古道”，主张“恢三代之制”，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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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

舜”［４０］。留正等人将侍立参决提至圣王禅位

“历试诸难”的高度，无疑为太子侍立参决提供

了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可见，及至宋宁宗时期，宋代群臣对太子参

决的态度已发生了转变。例如，承相钱象祖认

为，“陛下欲得皇太子习知朝廷政事，此宗社大

计，非臣下所敢奏陈。出自英断，尤见陛下圣

明”［４１］。大臣卫泾则进一步指出，先前每次太

子参决皆事出有因，如天禧年间因宋真宗身患

重病，淳熙年间则因宋孝宗有意禅让，而如今宋

宁宗年富力强，正是“躬亲听政之时”。令太子

参决，无非是宋宁宗认为太子应与宰执“聚议

庶几，习熟天下事体”，这与侍膳问安的本职并

不冲突。而参决的优点在于，可充分发挥太子

的枢纽作用，便于信息上通下达。［４１］以往大臣

们只于朝殿奏事，日中到后夜之时，内外信息无

法传递。由此，为韩?胄一手遮天创造条件，几

乎危及社稷安全。如今大臣们奏事之后，若君

臣之间仍需沟通，都可在太子侍膳问安或会议

之际代为传达，内外不至于磗格不通，便于信息

上传下达。正所谓“权一则治散”，为避免重蹈

覆辙，卫泾等人认为太子是沟通协调宫禁内外

的最佳枢纽，“皇太子入则侍膳问安，出则从容

谋议”［４２］。太子以会议形式参决政务，由宰执

兼任东宫官辅佐，从而可实现提高行政能力的

目的，这是一种介于大权在握和倒持泰阿之间

的折中之法，是宋代君臣不断探索的结果。

宋代群臣对太子从政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

变，是因为脱离从政训练会使皇储教育拘泥于

训诂章句之学，成为经生学士之学，使得儒家经

典中的治国之道空洞无物，犹如空中楼阁。而

“修齐治平，帝王之学也”［２７］２４，对于太子而言，

“修身”“齐家”最终是要落实到“治国”“平天

下”之上。缺少妥当的从政训练，无疑是将“治

平”从帝王之学中抽离出来，而侍立参决则能

解决这一问题，妥当地贯彻帝王之学中的“体

用兼贯”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群臣对太

子从政态度由反对转为默认，还与对从政方式

的探寻有关。宋代君臣经过不断的探寻和纠错

之后，设计出侍立参决这一折中之法。宋理宗

时期太子舍人姚勉曾在轮对时，言尽侍立参决

之作用：“侍立之间，参决之际，教之以敬大臣

体群臣之事，教之以内君子外小人之宜，教之以

左右罔匪正人，教之以姻娅则无?仕。一赏而

千万人劝，毋使一之有未足劝也；四罪而天下咸

服，毋使一之有未能服也。正人得以指邪人为

邪，邪人不得以指正人为邪。使无复有奸臣敢

倡朋党之说，以空国之君子，蹙国之元气，则皇

太子用人之知至矣。教之以祖宗不罪言者之家

法，教之以祖宗置籍记言之旧规。教之以舍己

从人，教之以改过不吝。人臣固不当以讦而为

直，其有直而非讦者，不可例以讦罪之也。人臣

固不当扬君之过以为己名，其有为君谋而忠，则

姑听其自为谋而过也。兼听以为明，不偏信以

生暗，达聪明目，使无复有奸臣再立诽谤之禁，

以箝天下之口，胎天下之祸，则皇太子听言之知

至矣。”［２７］２６侍立参决是太子“肃然身教之仪刑，

见于家法之纯懿”的好时机。［２７］４１从待臣之道到

驭人之术，从为人处世到祖宗之法，侍立参决能

使太子感受到朝堂之上瞬息万变的气氛，体会

君臣权力的博弈，身临真实权力场所带来的影

响和效果，恐怕这是最妙笔生花的史家书写的

文字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是最能言善辩的为

师者所讲述之典故难以企及的。

　　三、宋代太子从政方式对后世的

影响

　　制度设计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皇

储培养制度也是如此。太子是否参政，以何种

方式参政，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朝代都需要在前

制的基础之上探寻，找到适合本朝的方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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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念、历史传统、政局导向的影响，元、明、

清三代对宋代太子从政方式有不同程度的

承袭。

“孝谨天至，温恭日新，问安侍膳”，是宋代

统治者对太子的定位。［１３］２９３２为避免帝储矛盾，

宋代士大夫曾一度反对太子涉足政坛，后在制

度设计的探索过程中才逐渐将侍立参决确定为

太子从政的最佳方式。而元代儒臣因受到冷

落，急于在蒙古统治者内部寻找靠山，因此，汉

法派考虑到自身政治前途，不顾自宋代以来太

子“问安侍膳”的传统，强力推动太子参政。元

代统治者一方面深受游牧民族传统影响，保留

着蒙古旧俗；另一方面在汉法派的促使下，沿用

中原王朝遗制，仓促实现从游牧帝国到专制王

朝的转变，在制度实践上出现新法与旧俗并存

混用的情况。［４３］自忽必烈后，预立储君成为元

代定制，但元人对宋代太子从政方式并无太多

沿袭。由于元代皇储培养未形成固定模式，新

制、旧俗便成为汉法派与保守派权力角逐的工

具，谁能主导皇位继承的形式，谁就能在日后的

政治生活中占得先机。当汉法派占上风时，便

采用汉法新制，太子以担任最高长官的方式参

与军政事务。因汉法新制而得立的太子，又成

为汉法的推广者，卒先维护汉法。［４４］汉法新制

与蒙古旧俗的并存，给元代的皇位继承带来许

多不确定性。

宋代太子从政方式对明代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太子监国与形式化的侍立参决。明代建国伊

始，虽确立太子监国之制，并予以太子相当大的

权力，但随着制度设计的日臻完善，太子的权力

也随之缩小。［４５］朱元璋令太子躬听朝臣奏事，

练习国政，但又“恐听览之际”处理欠妥，遂令

李善长等大臣从旁协理。［４６］从形式上看，明初

太子从政方式俨然与宋孝宗令太子侍立参决并

无二致，但背后用意大相径庭。朱元璋旨在借

助太子从政打压丞相，并顺势废除中书省与丞

相制度［４７］，一旦达到目的，“曾经立场一致的

帝、储逐渐成为对立关系”［４８］。因此，明初虽有

太子处理政事的传统，但当受人挑拨、帝储心生

嫌隙时，太子监国之权便日趋缩小，最后流于形

式。过度依赖血统所带来的继承权，使得太子

缺乏竞争意识，因而明代诸位太子中不乏昏聩

无能之辈，即位后难以独当一面。由此可见，君

主专制制度越完善，皇帝或者统治集团对权力

分割的容忍度就越低。当太子不涉足政务、完

全沦为皇权的附庸时，就丧失了运筹帷幄的能

力。这便为其即位后的政治生活留下了隐患。

清代受宋代太子从政方式影响较大，先后

采用了太子监国理政和侍立参决。在清代，唯

有康熙曾公开立储。康熙对太子胤秖寄予厚

望，亲自为其制定了全面的培养计划，给予其充

分的参政机会。康熙多次亲征噶尔丹，令太子

胤秖监国理政，胤秖也恪尽职守，不负所望。然

而，随着太子对政局涉足程度的加深，帝储之间

的冲突日益加剧，甚至发展到废除太子的地

步。［４９］在一废太子后，康熙就开始不断寻求平

衡帝储关系的制度支点。因有前车之鉴，他深

知太子分权隐藏的风险。当群臣请求“立储分

理”政务时，康熙就明确表示“天下大权，当统

于一”。于是便有人建议：“可命皇太子在皇上

左右，禀承皇上指示，赞襄办理。”［５０］于是，为理

顺帝储关系，康熙令太子在自己的指导下“赞

襄”，而非独自“分理”。于是太子从政方式又

回到南宋所确立的侍立参决。这是康熙在平衡

帝储关系上的亡羊补牢之措。即便如此，早期

的帝储矛盾并未消弥，父子之间很快再生嫌隙，

双方矛盾最终不可调和。怒不可遏的康熙决定

再废太子，并宣布不复立储。在皇储培养的问

题上，康熙虽思之久远，却事与愿违，在先后尝

试了监国理政和侍立参决后，终因清政权的不

成熟，处理帝储关系的经验欠缺，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在制度尚不完善、存在缺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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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会为太子参政提供契机。正所谓“从

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１４］１６４３。在制度设

计探寻过程中，统治集团会在制度惯性的驱使

下仿效最权威的监国古制。正如路径依赖理论

所言，在制度变迁中有类似物理学中的惯性，即

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

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

无法轻易打破。尤其在进入锁定状态后，往往

要依靠外力或政权更迭才能扭转方向。［５１］因

此，在太子从政问题上，宋代君臣一直在寻求打

破制度惯性、摆脱路径依赖的方式。太子监国、

皇储尹京等从政方式，容易打破政治平衡，威胁

到以皇帝为中心的一元政治格局。太子或于参

政之中汲取成熟的从政经验，为日后问鼎皇位

奠定基础，或因手握权柄而招致猜忌，引发帝储

矛盾，打破权力平衡。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正确

的人事引导是保证帝储关系平衡的两大因素。

而侍立参决正是在皇位继承中规避分权风险的

最佳方式。通过对比元、明、清的太子从政方式

发现，各王朝对皇储制度的设计与太子从政方

式的选择，都要受到制度惯性、政局导向、治国

理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太子究竟以何种方式

从政，多数情况下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宋以来，统治者在王朝确立之初便受制度惯

性的驱使，以监国古制为太子从政的方式，后受

政局变化、治国理念的影响走上不同的发展路

径。宋代君臣经过不断的探寻，确立侍立参决

为太子从政的最佳方式，兼顾了对太子的防范

与培养。元人入主中原后，由于无法摆脱游牧

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汉法新制与蒙古旧俗并

存，从而使得汉法派与保守派不遗余力地在权

力争夺中左右制度的发展路径，导致皇位争夺

不断。明代在政局的影响下利用太子监国去挤

压丞相的权力空间。清代则在康熙认识到帝储

分权的致命威胁后，令太子在皇帝的指导下赞

襄政务，再次采取类似侍立参决的从政方式。

　　四、结语

作为皇位继承人，太子既不能只做富贵闲

人、全然不闻政事，也不能过多地涉足朝政而招

来皇帝的猜忌。因此，如何既能使太子接受适

当从政训练、为有朝一日君临天下做准备，又能

避免因参政过多而打破政治平衡而引发帝储矛

盾，便成为历代君臣普遍思考的问题。在先后

淘汰皇储尹京、太子监国之后，宋代君臣最终将

侍立参决确立为太子妥当的从政方式。宋真宗

时期出现资善堂会议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为

后世提供了可效仿的范例，经过探寻，宋孝宗时

期形成侍立参决这种折中形式的太子从政方

式。毕竟太子终究会继承大统，以会议形式参

与政事可令其先行体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政治运作形式，对其继位之后的政治生活大

有益处。

宋人曾道：“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

独优于前代。”［９］１３９３以儒立国意味着依靠士大

夫立国，建立文官政治，打破唐、五代以来势家

大族与武人垄断政治的局面。［５２］这样的立国之

本决定了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统治模式。

宋人文彦博曾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

姓治天下也。”［２６］５３７０在宋代，“凡政事有大更革，

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

人谋而通下情也”［５３］。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琐

碎政务，往往由皇帝和宰执共同决定。离开宰

执的辅佐，皇帝无力应对纷繁复杂的政务；没有

皇帝的支持，宰执也无从获得政令的合法性和

权威性［５４］，两者互相配合，相得益彰。而侍立

参决既与百官集议的决策方式相契合，符合与

士大夫共治的统治模式，又可在最大限度避免

帝储矛盾的情况下令太子习知政务，使其平日

所学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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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三种均衡并运用逆推归纳法对其进行验

证，得出影响均衡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企业造假

伪装成本与期望风险成本和政府误判损失。因

此，提高财政补贴效率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应提

高企业造假伪装成本与期望风险成本，促使企

业主动舍弃造假伪装，以便财政补贴资源能达

到最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在给予企业低碳

创新补贴时应当慎重，尽可能收集更多信息，尽

量避免信息不对称，以做出最符合企业实际创

新能力的准确判定，规避因补贴措施不当造成

的负面影响，避免财政补贴资源错配和浪费，从

而提高财政补贴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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